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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危机加深威胁区域全面绿色转型，如何提高生态效率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将京津冀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四大生态区，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进行2009~2019年生态效率测算，以Dagum基尼系数刻画其区域差异及来源，并借助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生态效率时空维度的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⑴从时序演进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趋于下降，“中部和东部领先”的状态尚未改变；⑵从四大生态区之间的差异来看，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的变化态势但其内部存在较大非均衡性，区域间差异是京津冀生态效率差距的主要来源；⑶从四大生态区空间收敛性来看，大部分生态区表现为σ收敛特征，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空间溢出效应在所有生态区均为显著状态。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缩小区域生态差距、推进京津冀生态效率持续提升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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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2.2;F299.23;X321 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近10%
，是国家核心增长极和高质量发展的“潜力股”。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其生态一体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2020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联动”而继续打破行政壁垒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生态协同发展将成为推动“2035年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构架基本形成”的重要维度。然而，该区域仍然存在与之不相适应的环境质量差距，尤以河北各市落后于京津为突出表现。2019年，北京和天津在全国168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中处于上游地带，而河北省近一半城市均位于倒数10名内
。同时，京津第二产业比重（分别占16.5%和35.2%）较低，而河北钢铁、煤炭、水泥、焦化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仍占据经济主导地位
，更拉低了区域治污的整体水平。区域环境发展不平衡成为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涉及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综合层面。结合任宇飞等的研究[1]，本文将其定义为最小的资源环境投入与最大经济与环境效益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探析京津冀13个城市间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和非均衡程度，进而求解生态效率提升的策略，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生态效率”的研究方法涉及熵值法[2]、层次分析法[3]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等，尤以DEA相关方法（如三阶段DEA[4]、超效率DEA[5,6]、非期望产出SBM模型[7-9]）为主流。本研究借助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生态效率展开基本的测度评价[10,11]之外，更加关注区域的生态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收敛对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
1.1区域差异与生态效率
众多学者在生态效率测算的基础上，以省域或市域为尺度，对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全国省域范围，屈小娥[12]、任梅[13]、韩增林[14]、沈伟腾[15]等学者均发现，中国30个省份生态效率整体上表现为“东高西低、两极分化”的地区分异特征，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汪艳涛和张娅娅[16]研究指出中国全部省份生态效率偏低且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ZHANG X X等[17]对中国海洋牧场的生态效率进行差异分析后发现，不同海域表现为“黄海＞东海＞渤海＞南海”的地区差异格局。在局部省域范围，易杏花和刘锦钿[18]指出西部地区11省份的生态效率显现“东高西低”的地区分异态势；顾荣华等[19]研究发现江苏省的生态效率显示出自南向北降低的地区分异格局。由于中国省级以上区域的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而锁定区域小范围，对城市等局部地理单元进行了更精细化的刻画，例如长三角城市群[2,20,21]、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2,23]、中原城市群[24]、黄河流域城市群[25,26]等。同时，鉴于京津冀区域污染情况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关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于效率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27,28]。
1.2空间收敛与生态效率
为进一步挖掘区域差异的程度及空间非均衡性，学者们进行了空间收敛性分析。在全国层面，前人多聚焦于某一行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比如侯孟阳和姚顺波[29]就中国农业领域的生态效率引入空间效应因素进行了空间β收敛性检验，研究得出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并且条件β收敛速度快于绝对β收敛速度的结论，表明各城市的农业生态效率将会随时间的推移趋近其各自的稳定状态；张文彬和郝佳馨[30]探讨了中国能源领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发现全国均存在空间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表明其能源生态效率的差距在缩小。在省域范围，关伟和岂宸[31]指出辽宁省工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其离散程度总体在缩小。在城市群范围，于伟等[32]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八个城市群总体及内部的空间收敛性特征进行了检验，也指出八大城市群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各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生态效率将向各自的稳定状态收敛，其中，珠三角城市群收敛速度最快。
前人的学术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尚待进一步夯实：第一，就研究区域而言，现有成果多为以省域为决策单元的生态效率研究，无法清晰地体现出各城市之间的不均衡性，且针对京津冀城市群各个城市差异性的研究鲜见；第二，就研究角度而言，现有研究大多以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为观测依据展开纵向角度测量，往往忽略横向对比分析；第三，就空间收敛性而言，多数学者对某一行业或领域的生态效率进行了空间收敛性检验，但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非均衡性、收敛性趋势研究尚显留白。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将京津冀13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以求深度聚焦和刻画该地区生态效率的非均衡性；第二，从横向角度切入，探索性地将该地区以城市为单位划分为四大生态区，以求全面揭示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区域内和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差距；第三，基于空间视角，借助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京津冀生态效率的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以探析该地区生态效率差距的空间变动趋势，进而为缩小京津冀生态发展差距、提升生态效率水平提供策略选择。
2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核心地带，是中国三大核心城市群之一，范围涵盖“一省两市”，具体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域城市等13个决策单元，地理区位如图1所示。该区域的地域面积占全国2.25%，却承载着占全国8.07%的人口
，地少人多的局面使得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提升生态效率就成为解决相关问题的突破口。本文截取2009~2019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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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1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1 研究区域范围
2.2研究方法
2.2.1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通过规划求解的形式测度决策单元(DMU)效率的非参数方法。本文借鉴Tone[33]的研究，运用扩展的DEA模型，构建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来测度京津冀生态效率，致力于客观区分该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效率差异。将松弛变量纳入目标函数，既可以避免非期望产出的缺陷，也能够进一步对处于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DMU)进行排序和对比评价，提升结果的准确性。模型构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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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假设有n个DMU，每个DMU由投入m，期望产出r1和非期望产出r2构成，x、yd、yu为相应的投入矩阵、期望产出矩阵和非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ρ为生态效率值且大于0。
2.2.2 Dagum基尼系数
本文借鉴Dagum基尼系数[34]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相比传统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该方法按照子群进行划分，既能有效追溯其生态效率差距的主要来源，也避免了样本间的重复问题。公式如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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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5.wmf]m

表示京津冀13市生态效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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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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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任意城市的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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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京津冀城市群样本总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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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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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划分区域个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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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3.wmf](

)

jh

区域内城市个数。在基尼系数分解时，首先要根据生态效率水平的均值对区域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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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可将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区域内差异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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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差异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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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变密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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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如下：

[image: image19.wmf]2

11

1

2

jj

nn

jjjijr

ir

jj

Gyy

n

m

==

=-

åå

                                        ⑷

[image: image20.wmf]1

k

wjjjj

j

GGps

=

=

å

                                                 ⑸

[image: image21.wmf](

)

11

j

k

n

n

jihr

ir

jh

jhjh

yy

G

nn

mm

==

-

=

+

åå

                                             ⑹

[image: image22.wmf](

)

1

21

j

k

nbjhjhhjjh

jh

GGpspsD

-

==

=+

åå

                                     ⑺

[image: image23.wmf](

)

(

)

1

21

1

j

k

tjhjhhjjh

jh

GGpspsD

-

==

=+-

åå

                                 ⑻

[image: image24.wmf]jhjh

jh

jhjh

dp

D

dp

-

=

+

                                                  ⑼

[image: image25.wmf](

)

(

)

(

)

00

y

jhjh

ddFyyxdFx

¥

=-

òò

                                    ⑽

[image: image26.wmf](

)

(

)

(

)

00

y

jhhj

pdFyyxdFy

¥

=-

òò

                                    ⑾
以上公式中，⑷和⑸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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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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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内差异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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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和⑺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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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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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区域间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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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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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34.wmf]j

j

n

p

n

=

，
[image: image35.wmf]jj

j

j

n

s

n

m

m

=

，
[image: image36.wmf]1,2,,

jk

=

L

；
[image: image37.wmf]jh

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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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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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效率之间的相对影响；⑻表示超变密度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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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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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区域间生态效率水平贡献率差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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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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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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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值的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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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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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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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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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
2.2.3收敛性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京津冀生态效率地区差异情况及空间非均衡性，需进行收敛性检验。收敛性检验可分为σ检验和β检验。
⑴σ收敛
σ收敛是指区域生态效率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减小，通常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考证。若变异系数随时间的推进而减小，即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σ收敛。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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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50.wmf]j

表示区域；
[image: image51.wmf]i

表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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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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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的城市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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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效率，
[image: image55.wmf]EE

为生态效率均值。
⑵β收敛
β收敛包括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绝对β收敛表示京津冀生态效率较低的城市比效率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快的增长率，条件β收敛表示京津冀生态效率随时间的推移向各自的稳定状态趋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纵深推进使各地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本文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建立其生态效率β收敛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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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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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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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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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京津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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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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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生态效率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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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区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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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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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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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参数，
[image: image69.wmf]0

b

＜

意味着收敛；收敛速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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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收敛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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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相关系数，反映邻近地区的相关变量对本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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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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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变量。
⑶俱乐部收敛
俱乐部收敛的本质是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相似的城市有差距缩小的趋势。基于上述生态效率β收敛的空间杜宾模型以及京津冀13个城市的分组情况，继续对该区域生态效率的俱乐部收敛进行实证分析。
2.3数据来源
截取2009~2019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地区共计13个城市的生态效率进行实证评价，原始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以及京津冀各个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环境质量状况公报、统计局官网，部分指标数据由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无法收集的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计算缺失数据前后两年的均值）补齐以体现科学性。

3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根据生态效率的内涵，京津冀城市群评价指标应是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组合。借鉴学者们[14,27,35,36,37]的相关研究，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原则，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当前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有待升级、资源消耗现象突出、生态效率亟待提升等现实情况，同时参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委员会(WBCSD)给出的区域环境指标，选取的评价指标共包含14项：投入指标涵盖资本投入、土地投入、能源投入（用水、用电消耗）、劳动力投入及环保投入五大维度；期望产出指标涉及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城市绿化；在非期望产出框架下，还加入人们不期望看到的非期望产出，指标包括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及空气污染。其中，除共性指标外，鉴于京津冀地区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特殊情况，本文将“空气污染指数(API)”作为符合该区域实际情况的特性指标纳入非期望产出分析框架。该指数结果由各城市各年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及PM10污染分指数的最大值而得，数值越大说明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三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如上现有指标对于评价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如表1所示。
表1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
	投入
	资本投入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

	
	
	土地投入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能源投入
	供水消耗
	城市供水总量/万m3

	
	
	
	用电消耗
	全社会用电量/万kw·h

	
	
	劳动力投入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环保投入
	污水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期望产出
	经济增长
	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财政收入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城市绿化
	绿地面积/hm2

	
	非期望产出
	废气排放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t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废水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t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指数(API)


注：表格由上述分析总结制成。
4生态效率测算及地区差异分析
4.1京津冀城市群四大生态区划分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为京津冀城市群初步划定“四区”
，旨在培育首都经济圈空间新格局。随着“十四五”规划大序幕的拉开，推进京津冀纵深纵宽拓展更需要下好生态协同发展这步“先手棋”。因此，在国家发改委分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打破京津冀地域界限，落实“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的时代新要求，同时更精准地识别其生态效率的差异来源，以优化空间全域生态保护格局，依据该区域自然地形地貌特点、近10年平均经济总量和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参考杨桐彬等(2020)[2]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分区介绍，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划分进行探索性延伸，设定为中、东、南、北四大生态区：中部生态区涵盖北京、天津、廊坊和保定，地处京津冀核心区及延伸地带，环境空气综合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且稳定；东部生态区涵盖唐山和沧州，两地紧傍渤海，第二产业和临港经济较发达，但由此造成的大量工业污染致使空气综合质量欠提升；南部生态区为石家庄、衡水、邢台和邯郸，大多城市远离首都核心区，经济功能有待进一步开发，并且西邻太行山脉，污染物不易排出，导致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综合水平普遍不乐观；北部生态区涵盖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位于燕山山脉和坝上高原之间，植被覆盖率较大，环境空气综合质量高，然而，因地形地势阻隔，经济联系受限且发展相对吃紧。具体的区域划分（如图2所示）为京津冀各生态区之间生态效率的测度及横向对比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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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1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2 京津冀城市群四大生态区
4.2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测度
基于以上生态区的划分，使用非径向(Non-Oriented)、规模报酬可变(VRS)的超效率SBM模型(Super-SBM-V)测算出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生态区城市的生态效率均值，如表2所示。

表2 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均值
	中部生态区
	东部生态区
	南部生态区
	北部生态区

	城市
	生态效率均值
	城市
	生态效率均值
	城市
	生态效率均值
	城市
	生态效率均值

	北京
	1.009 8
	唐山
	0.886 7
	石家庄
	0.732 5
	张家口
	0.236 9

	天津
	1.006 2
	沧州
	0.978 2
	衡水
	0.937 8
	承德
	0.181 4

	廊坊
	0.997 4
	
	
	邢台
	0.810 4
	秦皇岛
	0.412 6

	保定
	0.704 9
	
	
	邯郸
	0.630 9
	
	


注：数据由表1指标2009~2019年原始数据测算得出。
由表2的测算结果可知，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差距较大，生态效率值最高的北京是效率值最低的承德的5.6倍。由图3可知，2009~2019年京津冀生态效率整体上大致处于中间水平
，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进一步观察其四大生态区变动趋势可得：
⑴整体上中部生态区生态效率相对较高，而北部生态区生态效率较低，这与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符合。⑵分阶段来看，以2015年为转折，该城市群之前的生态效率处于波动上升态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供了前进方向，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前进动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由此取得显著成效；而之后的生态效率则有所降低，尽管2016年后逐渐缓慢回升，但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效率提升速度有所放缓。⑶分区域来看，中部生态区、东部生态区以及南部生态区绝大多数年份的生态效率差距相对较小，变动趋势在整体平均值水平以上；反之，北部生态区的提升潜力和起伏最大，表明京津冀低生态效率城市的效率提升弹性往往比高效率城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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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9~2019年京津冀生态效率水平变动趋势

注：由表2数据自制可得。
4.3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分析
4.3.1总体基尼系数
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总体及分区域基尼系数如表3所列。样本观察期内其生态效率的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9年为0.213 5，2019年为0.162 1，下降幅度达24.07%，表明该城市群整体的生态效率差距正在缩小，变动状态趋于平衡，同时存在收敛的可能性，需进一步进行收敛性检验。
表3 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基尼系数
	0.213 5
	0.319 6
	0.193 6
	0.173 8
	0.216 4
	0.172 6
	0.192 0
	0.184 6
	0.140 0
	0.175 5
	0.162 1

	区域内基尼系数
	中部
	0.217 5
	0.011 4
	0.023 2
	0.004 7
	0.019 9
	0.030 8
	0.017 3
	0.205 2
	0.219 8
	0.197 5
	0.011 5

	
	东部
	0.213 2
	0.218 1
	0.012 2
	0.000 3
	0.002 2
	0.000 2
	0.020 6
	0.018 8
	0.002 4
	0.035 8
	0.116 0

	
	南部
	0.085 9
	0.307 2
	0.120 5
	0.006 1
	0.107 6
	0.072 9
	0.125 3
	0.055 2
	0.263 9
	0.291 4
	0.355 3

	
	北部
	0.305 3
	0.109 9
	0.270 4
	0.211 5
	0.153 3
	0.530 0
	0.472 7
	0.284 1
	0.399 7
	0.377 7
	0.252 4

	区域间基尼系数
	中部—东部
	0.265 5
	0.186 5
	0.026 9
	0.011 4
	0.024 7
	0.020 9
	0.030 1
	0.133 7
	0.133 7
	0.176 2
	0.117 9

	
	中部—南部
	0.169 7
	0.212 1
	0.093 0
	0.010 3
	0.085 4
	0.063 7
	0.102 6
	0.434 8
	0.276 4
	0.320 6
	0.163 9

	
	中部—北部
	0.269 0
	0.727 7
	0.490 0
	0.616 9
	0.640 6
	0.422 0
	0.415 9
	0.770 6
	0.714 2
	0.784 0
	0.820 8

	
	东部—南部
	0.193 8
	0.288 3
	0.084 1
	0.005 0
	0.073 4
	0.053 1
	0.095 3
	0.417 9
	0.206 3
	0.256 1
	0.336 5

	
	东部—北部
	0.317 4
	0.626 2
	0.508 1
	0.624 0
	0.655 0
	0.419 9
	0.418 9
	0.808 1
	0.739 3
	0.794 1
	0.778 2

	
	南部—北部
	0.228 1
	0.665 6
	0.489 8
	0.622 5
	0.630 0
	0.422 0
	0.427 1
	0.589 2
	0.630 6
	0.702 7
	0.654 2

	贡献率%
	区域内
	22.44
	11.92
	11.37
	2.56
	7.67
	15.06
	15.27
	9.39
	16.73
	15.41
	9.42

	
	区域间
	22.84
	76.55
	77.61
	96.39
	87.46
	59.53
	49.99
	76.21
	66.28
	60.73
	84.34

	
	超变密度
	54.72
	11.53
	11.02
	1.05
	4.87
	25.41
	34.73
	14.40
	16.99
	23.86
	6.24


注：数据由表2数据测算得出。
4.3.2区域内基尼系数
由表3中区域内基尼系数所示，不论是基尼系数数值大小的横向对比还是变动趋势的纵向分析，京津冀四大生态区内差异均各有其特点。横向对比可知，四大生态区基尼系数均值的排名由小到大依次为东部生态区（0.058 2）、中部生态区（0.087 2）、南部生态区（0.162 8）和北部生态区（0.306 1），表明东部生态区生态效率差距最小而北部生态区相对最大；纵向分析可知，中部生态区、东部生态区和北部生态区的生态效率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的态势，而南部生态区的生态效率基尼系数低高起伏、差距较大。具体而言，四大生态区基尼系数发展差距由小到大依次为中部生态区、东部生态区、北部生态区和南部生态区。由基尼系数分析可见，中部生态区生态效率“内核实力强劲”；东部生态区生态效率差距小但需继续提质增效；南部生态区生态效率差距较大且“先天薄弱、后天不足”；而北部生态区虽生态效率基础差但有进步趋势。这正印证了前文对于京津冀生态效率“中东领先，南北落后”整体格局的描述。
4.3.3区域间基尼系数
由表3横向对比可知，中部—北部生态区的基尼系数最高（均值为0.606 5），这是由于中部生态区内的城市经济繁荣和生态协同融合构成了相得益彰的“组合优势”，远高于北部生态区，致使两个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和环境保护治理的差距悬殊；纵向分析可发现，2009~2019年间，京津冀城市群局部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现象凸显。在基尼系数上升的区域间，以中部—北部生态区基尼系数的差异最大，而在基尼系数下降的区域间，中部—东部生态区降幅最大，年均降低率为55.6%
。这两大生态区内的城市本身即拥有最高的经济发展度和生态协同度，加之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以及发达的沿海经济，使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在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方面最为密切，由此带来生态效率差距的迅速缩小也就不言而喻。
4.3.4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由表3报告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可发现，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最高，平均贡献率为68.90%，表明区域间差异是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差距的主要来源；用于识别区域间城市交叉重叠问题的超变密度贡献率次之，平均贡献率为18.62%，且11年间下降趋势明显，表明城市交叉重叠现象正在逐渐消失；区域内差异贡献率最低，平均贡献率为12.48%，表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对京津冀生态效率的总体差异贡献较小。可见，要着重从缩小区域间差异的角度出发解决生态效率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5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
5.1变量选取
在前文基于基尼系数呈现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差异大小及来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验证其空间非均衡性，接下来进行空间收敛性检验。借鉴李琼[38]、罗能生[39]等人的研究成果，选取经济、技术、环境等层面的6个代表性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京津冀生态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及差距的成因：①城市化率(URB)。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易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和生物环境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选取城市化率这一变量来反映京津冀经济增长活力和对其环境产生的影响；②产业结构(IND)。第二产业包括钢铁、采矿等各类工业，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来源，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这一变量衡量京津冀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以反映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度及对生态的威胁度；③人口发展(PD)。人口发展和集聚会对经济环境造成双重的影响，本文用人口密度，即常住人口数与城市区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④对外开放程度(FDI)。对外开放已达成全球性共识，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提升生态效率的先进技术或管理经验。用当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占城镇从业总人数的比重来刻画；⑤科技进步(SCI)。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和进步有利于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及高端绿色产业的发展，而人才资源是其核心推动力，选取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数占城镇从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科技进步；⑥环境规制(ENV)。政府通过对工业企业进行监督，采取有效的工具手段治理大气污染，选取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表示其排污程度及规制强度，从而影响生态效率。如表4所示。
表4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具体指标

	城市化率(URB)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产业结构(IND)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

	人口发展(PD)
	人口密度（人/km2）

	对外开放程度(FDI)
	当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占城镇从业总人数的比重/%

	科技进步(SCI)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数占城镇从业总人数的比重/%

	环境规制(ENV)
	工业SO2去除率/%


注：表4由上述分析总结制成。

5.2收敛性检验
5.2.1 σ收敛性检验
表5报告了样本观察期内根据变异系数测算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σ收敛系数。从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层面来看，2009~2019年间，该区域生态效率的σ收敛系数总体趋于震荡下降态势，状态倾向稳定，意味着具有σ收敛特征；从局部生态区来看，中部、东部及北部生态区的σ收敛系数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呈σ收敛特征，而南部生态区则反之，整体离散程度较大。其中，东部生态区的σ收敛系数最小，平均值为0.164 5，而北部生态区具有最大的σ收敛系数（平均值为0.737 4），离散程度最大，这与上文所述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差异的结果保持一致，检验有效。
表5 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σ收敛系数

	年份
	京津冀整体
	中部生态区
	东部生态区
	南部生态区
	北部生态区

	2009
	0.453 8
	0.564 1
	0.603 1
	0.193 0
	0.792 5

	2010
	0.623 6
	0.030 4
	0.616 9
	0.667 9
	0.247 2

	2011
	0.395 1
	0.053 2
	0.034 6
	0.267 6
	0.701 2

	2012
	0.412 3
	0.012 4
	0.000 9
	0.013 2
	0.496 6

	2013
	0.448 3
	0.045 8
	0.006 3
	0.259 0
	0.353 1

	2014
	0.396 5
	0.078 8
	0.000 6
	0.170 3
	1.255 6

	2015
	0.407 6
	0.043 8
	0.058 3
	0.275 0
	1.197 4

	2016
	0.427 8
	0.537 8
	0.053 1
	0.141 5
	0.712 5

	2017
	0.371 1
	0.579 2
	0.006 8
	0.591 8
	0.899 9

	2018
	0.341 4
	0.519 5
	0.101 1
	0.606 6
	0.853 6

	2019
	0.288 4
	0.027 1
	0.328 2
	0.787 2
	0.601 5

	平均值
	
	0.226 6
	0.164 5
	0.361 2
	0.737 4


注：数据由表2数据测算得出。
5.2.2 β收敛性检验
⑴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运用GeoDa软件计算京津冀各年份各城市生态效率值的全局Moran's Ⅰ指数，检验其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由于各城市间存在公共边界，选用rook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对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系数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该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如表6所示）。
表6 京津冀城市群各年生态效率莫兰指数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Moran'sⅠ
	-0.098 4
	0.191 7
	0.167 0
	0.265 3
	0.217 7
	0.214 2
	0.243 0
	0.131 7
	0.132 4
	0.134 0
	0.158 2

	Z score
	-0.024 1
	1.488 4
	1.419 6
	2.005 3
	1.772 4
	1.680 5
	1.743 0
	1.065 2
	1.267 4
	1.594 6
	1.644 4

	P-Value
	0.450 0
	0.073 0
	0.072 0
	0.031 0
	0.051 0
	0.032 0
	0.023 0
	0.080 0
	0.081 0
	0.070 0
	0.057 0


注：数据由表2数据测算得出。
⑵β收敛实证分析
由上述分析知，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空间相关性，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由于东部生态区两个城市不存在邻近关系无法构建邻接权重矩阵，本文构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利用两市之间人均GDP年均值绝对差值的倒数表示矩阵的元素）进行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
①生态效率的绝对β收敛。表7显示了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后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观察可知，β收敛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呈现明显的绝对β收敛趋势，这意味着京津冀各城市生态效率终将收敛于稳定形态，低生态效率城市的追赶速度相比高效率城市更快，城市间的差距逐步拉近；同时，生态效率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ρ均显著为正，表明其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邻近城市间更容易互相借鉴提高。其中，中部生态区生态效率空间滞后项系数ρ显著为负，表明该生态区具有空间负相关性，城市间可能存在内部竞争关系，应进一步加强协作。
表7 京津冀及四大生态区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京津冀城市群
	中部生态区
	东部生态区
	南部生态区
	北部生态区

	lnEEi,t-1
	-0.734 3***

(-10.01)
	-0.648 2***

(-4.84)
	-0.510 6***

(-3.08)
	-0.756 7***

(-4.37)
	-0.677 5***

(-5.19)

	W×lnEEi,t-1
	0.365 4***

(2.94)
	-0.077 9*

(-0.29)
	—
	0.322 2*

(1.08)
	0.111 8*

(0.60)

	Spatial  ρ
	0.183 9*

(1.93)
	-0.007 9*

(-0.05)
	—
	0.279 8*

(1.79)
	0.114 4
(0.73)

	N
	130
	40
	20
	40
	30

	收敛速度
	0.132 5
	0.104 5
	0.065 4
	0.141 3
	0.113 2


注：数据由表2数据测算得出，***、**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为z值；东部生态区由于横截面样本量过小，因此采用面板模型估计，未显示空间项。表8同。
②生态效率的条件β收敛。如表8所示，在将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要素作为控制变量后，京津冀城市群β收敛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该地区生态效率呈显著的条件β收敛趋势，各城市间生态效率将逐渐向各自的稳定状态发展。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对外开放程度、科技进步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开放的大门能够为该区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等优质资源，并且科技进步和环境治理是提升生态效率的有力武器；而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则反向变动，表明京津冀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人口等资源承载压力大等现实情况阻碍生态效率进步，警示其发展不可只关注GDP、城市发展等经济指标，应积极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走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
表8 京津冀及四大生态区生态效率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
	
	京津冀城市群
	中部生态区
	东部生态区
	南部生态区
	北部生态区

	lnEEi,t-1
	-0.918 2***
(-11.80)
	-0.460 0***

(-2.77)
	-0.874 6***

(-3.77)
	-0.965 7***

(-8.48)
	-0.735 2***

(-5.19)

	lnIND
	-2.493 0**
(-2.25)
	-6.998 9***
(-3.72)
	1.716 7*
(1.96)
	-1.206 9
(-0.55)
	0.740 9
(0.39)


	lnPD
	-0.320 9*
(-1.69)

	1.267 0**
(2.02)

	0.101 9
(0.69)
	-2.108 4***
(-4.26)
	-2.433 5***
(-3.95)


	lnURB
	-3.127 7***
(-4.55)

	3.771 6
(1.32)

	0.354 1*
(0.20)

	5.032 0**
(2.33)

	-1.321 6
(-0.81)


	lnFDI
	0.157 4*
(1.70)

	0.756 5***
(3.39)

	-0.748 5
(-1.26)

	-0.001 0
(-0.01)

	0.671 5***
(2.90)


	lnSCI
	0.035 9**
(-0.19)

	0.342 6
(1.34)

	-0.014 8*
(-0.24)

	-0.607 7*
(-1.65)

	-1.924 2
(-1.30)


	lnENV
	0.424 1**
(2.52)

	-1.146 1***
(-2.69)

	0.607 3*
(1.88)

	1.739 0***
(4.26)

	-0.211 4
(-0.56)


	W×lnEEi,t-1
	-0.453 6**
(-2.52)

	-1.063 4***
(-2.85)

	—
	-0.528 0
(-1.39)

	-1.480 8***
(-4.80)


	Spatial  ρ
	-0.437 5***
(-3.94)

	-0.118 6
(-0.73)

	—
	-0.241 4
(-1.05)

	-0.753 6***
(-4.37)


	N
	130
	40
	20
	40
	30

	收敛速度
	0.250 3
	0.061 6
	0.132 9
	0.337 3
	0.207 6


注：数据由表2数据测算得出。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回归结果省略。
⑶俱乐部检验
进一步观察表7和表8可以发现，四大生态区生态效率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区域内城市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然而其收敛速度各异，南部生态区绝对β收敛系数以及南部、北部生态区条件β收敛系数较大，意味着南部、北部生态区生态效率收敛速度较快，而中部、东部生态区则相反。这表明生态效率水平较低的南北部生态区城市相比水平较高的中部、东部生态区城市而言，尽管差距明显，但是具有更大的差距缩小弹性和空间，提升潜力较大。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将京津冀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四大生态区，截取2009~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其生态效率，在运用Dagum基尼系数描述其差异及来源后，进一步借助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态效率进行空间收敛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⑴从时序演进的特征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上潜藏降低风险，提升动力不足，四大生态区之间显现一定差距。中部生态效率居于突出地位而北部生态区排名末位，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水平一致。与此同时，生态区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势头，但多年的发展基础致使“中部领先、北部落后”的现状仍未改变。
⑵从区域差异的横纵分析看，总体基尼系数的趋势呈波动式下降，表明“趋于平衡、差距缩小”的区域生态效率状态逐渐显现，然而其内部生态效率发展并不均衡，表现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高，超变密度贡献率次之，区域内差异贡献率最低，说明区域间差异是京津冀生态效率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
⑶从空间收敛性研究看，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β绝对收敛、β条件收敛特征和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大生态区多半（除南部生态区离散程度较大之外）具有σ收敛特征，而β绝对收敛、β条件收敛、俱乐部收敛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在四大生态区均呈现显著特征。
6.2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提升建议
根据前文生态效率差异和空间收敛性分析结果，京津冀地区应采取积极合理的措施来提升其生态效率，推动可持续发展。
⑴强化内生动力，规避生态效率降低的潜在风险。其一，京津冀13市应自觉将生态一体化建设融入国家战略全局，树牢“一盘棋”意识。其二，以提升生态效率为抓手，在城市化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和环境规制等方面构建和强化共建共治新机制，“共建”应以从城市环保机制和环境规制角度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承载能力网络监测预警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的制度建设为基础，“共治”应以从产业结构和科技角度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保障，驱动“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发力”。
⑵四大生态区要“抱团取暖”、“同频共振”。其一，中部和东部先进生态区应继续发挥核心都市圈污染防治的生态溢出效应以及沿海经济圈的临港运输优势，将大气污染防治、生态修复补偿等环境治理经验以及前沿技术向南北部生态区传播推广。其二，南部北部滞后生态区也应“奋起直追”，积极学习借鉴“中东部”生态区的长处，重点加大张承地区坝上草原生态防护区、燕山—太行山水源涵养区等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的养护力度，推动四大生态区“抱团取暖”、形成合力和均衡发展。

⑶打造富有活力的京津冀“绿色创新谷”，推动整个区域绿色转型。其一，应推动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大力支持绿色低碳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产业兴旺，以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巩固和促进京津冀生态效率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其二，依托京津两市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实施生态产业的创新驱动，将绿色创新技术作为新的空间溢出点以外溢至河北省各个城市，展开京津冀生态研发领域深度合作，致力于共同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绿色生态空间，规范形成生态应用研究、绿色低碳技术研究的区域创新链，为我国其他类似区域提供最佳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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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convergence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SUN Yu1,2  LIANG Yi-can1  QI Yan-fen 1  CUI Yin3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300134,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3.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deepening of ecological crisis threaten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how to impro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has become the key problem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13 citi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ere divided into four ecological regions.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based on unexpected output was used to measure ecological efficiency from 2009 to 2019.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its source.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were used to test the convergenc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erial evolution,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ended to decline, and the state of "leading in the middle and East" had not changed;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 among four ecological regions,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present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but there was a large imbalance in its interior,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was the main source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Beijing-Tianjin-Hebei; (3)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four ecological regions, most of ecological reg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σ convergence, and β convergence, club convergence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e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m, this paper putted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narrow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gap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Key words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spatial convergence;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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